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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李猛的《自然社会》是近年来汉语学界研究现代“政治”秩序的一部界

碑式著作。此处所谓“政治”，既指向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更包括人性、道德、

社会和法权等多种秩序。本文认为，《自然社会》的核心是对“个体”与“社会”

之关系这一经典命题的深化，亦即孤独的现代个体所构成的共同生活究竟是

怎样的，如何理解包括家庭、社会、道德和国家在内的多种共同生活形态的实

质及其内在张力。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讨论以下几点：一是鲁滨逊式的孤

独包含着一种新的社会生活形态的可能；二是格劳秀斯、普芬道夫和霍布斯

那里孤独个体的微妙差别对于理解现代人的心灵秩序不可或缺；三是霍布斯

式的个体形象指向一种新的现代人拓展自身人性的可能；四是自然法秩序所

塑造的人性为现代国家的确立提供了道德动力。因而，本文认为，现代精神

的发展尚未穷尽自身，只有更充分地理解其内在的丰富性和开放性，我们才

能更有信心地把握自身的处境和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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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李猛，２０１５，《自然社会：自然法与现代道德世界的形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本文简称《自然社会》。

　　无论革命的发生出于思想的自我启蒙，还是历史情势的被迫，或是
兼而有之，革命所留下的如果不只是文明的废墟，就势必需要为其中的
人们重新找到共同生活的可能。

———李猛，２０１５：４８４

一、鲁滨逊与现代个体的困境

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的是，李猛的《自然社会》１的开篇竟然是对鲁
滨逊这一文学形象的分析。该书导论部分没有去解释全书的写作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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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篇章结构，而是着力分析了《鲁滨逊漂流记》，进而刻画了一个以海洋
和孤岛为意象的独特的“生活世界”；但其目的却是为了更直接地实现
导论所应有的功能，正如李猛在一篇访谈中所说，“笛福的《鲁滨逊漂流
记》这部小说提供了理解现代自然法思想的一扇门，这个门不是特别敞
开的，是比较迂曲的。但你进去了之后，会触及书的主题……它提供了
非常好的一个例子，自然法学派学说真正持久的影响是，它塑造了一种
人的生活方式”。２与此相比，该书正文部分对自然法思想传统的分析
更像是对这一形象的理论说明。或者说，这篇导论不是介绍性的，而是
对正文内容的另一种书写，以便刻画现代自然法理论所蕴含的特定生
活方式的理想；而正文梳理和分析现代自然法学派的诸多学说和概念，
其真正指向恰恰是为了展现鲁滨逊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并不是偶然的个

体现象，而是有着复杂而深刻的思想基础和历史脉络。因此，李猛的这
个选择除了个人的兴趣，更多地是表明了本书所关心的主题并非自然
法，而是自然法理论所延展出来的道德世界如何构成了现代个体的普
遍命运，以及在此命运下现代人能够过上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但是，在
他对鲁滨逊的考察中，却潜藏着不止一条线索，其中尤其值得探讨的是
卢梭对鲁滨逊形象的理解。

２．引自澎湃新闻对李猛所做的访谈：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ｃｎ／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ｆｏｒｗａｒｄ＿

１３３５９４５。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０日。

在《爱弥儿》的第三卷，卢梭（２０１４：２６９）引入了《鲁滨逊漂流记》作
为爱弥儿要读的第一本书。这一选择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它不是像
当时的教育那样去教我们谈论实际上不知道的东西，它能够唤起爱弥
儿学习的兴趣，但最重要的是它契合了爱弥儿当时所处的自然教育阶
段的特性：刚刚踏入智识教育阶段的爱弥儿，不仅要通过具体观察和亲
自动手学习天文学、物理学等方面的知识，还要通过想象力来理解自身
与社会之间的自然关联。在卢梭看来，《鲁滨逊漂流记》恰恰能够符合
此时的教育目的，因为鲁滨逊所在的孤岛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效果：一方
面，这个孤岛只能由爱弥儿在阅读时以想象的方式构造出来，将自己视
为孤岛的主人；另一方面，这种想象的发挥又完全附着于鲁滨逊为维持
自我保全所从事的各项劳动、制作和生产活动，而不至于漫无边际地发
挥。在李猛（２０１５：１０）看来，这在根本上是对鲁滨逊孤独的生活方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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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３但是，就爱弥儿的自然教育而言，重心并不在此，而是在于鲁滨
逊各项劳动、制作和生产过程中所展现的从个人到社会的逻辑推展，同
时，这一推展的过程所借助的并不是诸种抽象的观念，而是具有必然性
的自然需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卢梭才说，想象的荒岛处境能够把人
的一切“自然需要”以孩子能够感觉到的方式显示出来，同时把满足这
种需要的“办法”也展现出来；自然需求是扩展的通道，“办法”即是由此
生成的能够体现“社会”之自然性的工具和物件。因此，爱弥儿从
鲁滨逊身上所学习的恰恰不是一个人如何孤独地生活，而是以想象的
方式去体会自身与他人之间的自然关联，理解人与人之间的“社会”首
先是由自然需求扩展而成的“自然社会”。

３．但严格说来，其过程也并不是纯粹的模仿，或者说，卢梭并不是让爱弥儿完全按照鲁滨逊
所开展的劳动秩序来理解社会的自然构成，而是明确要求爱弥儿要对鲁滨逊的劳动方法和次
序做出自己的判断，看看鲁滨逊的活动是否真的符合自然。参见卢梭，２０１４：２７０－２７１。

事实上，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李猛是否准确理解了卢梭，而是这一
“误解”所透露出的他对“社会”含混的理解。当他把鲁滨逊之于爱弥儿
的意义界定为“孤独的生活方式”时，孤独是“摆脱了对社会关系的依
赖，完全从自然的必然性出发，理解什么才是对自己有用的，什么毫无
用处”，这意味着“社会”不仅是一群人的集合，更是那些能够让人依赖
其中的社会关系。在卢梭（２０１４：２７０；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１９７９：１８５）这里，我们
能够找到李猛这段话的源头：“要排除偏见，要按照事物的真正关系做
出自己的判断，最可靠的办法就是使自己处于一种独在之人的状态，并
且像那个人一样，按照事物与自己之间的效用关系来判断它”。这里涉
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隔离社会偏见，一是建立效用关系，前者是能
够让人陷于自我奴役状态的社会意见，后者是由自然需求所扩展的人
与物以至人与人之间的自然性社会秩序，二者都是社会的应有之义；问
题只不过是，卢梭正是看到了前者的过度蔓延已经成为奴役的根源，才
要用后者的客观性和物性为爱弥儿铺平融入“社会”的安全之路。就此
而言，李猛对前者的强调使其忽略了从自然性来考察社会构成的可能，
这一点也解释了为什么作为核心概念的“自然社会”在文中却语焉
不详。
不止于此，这一忽略在作者对鲁滨逊出走及其荒岛生活的分析上

表现得同样明显。鲁滨逊落难之前，曾四次出走，沦落荒岛更像是他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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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愿望的某种实现（笛福，２００６：１－３７）。４在李猛（２０１５：３２、３３）的分析
中，鲁滨逊的出走源于一种顽固而莫名的“闯荡的天性”，以至于他在回
到英国娶妻生子之后依然会决绝地走向大海；而更广泛地说，这种“天
生的漫游精神”最集中地展现了现代个体在人性深处的动荡和不安。

如同洛克的新哲学所揭示的，不安能够从根本上刻画现代人的人性结
构和精神气质（王楠，２０１４：９３－９８）。但是，这仍然无法替代鲁滨逊出
走所标示的社会学意涵，亦即，出走意味着鲁滨逊作为一个现代个体与
传统之间无法缓解的紧张，意味着对自身生养其中的那个习俗共同体
的远离。当家人的道德劝说和“以手艺谋出路”的建议对他难以发挥作
用时（笛福，２００６：２－４），我们所看到的，恰恰是习俗共同体及其原生伦
理在现代性的关口变得支离破碎，散落为卢梭意义上飘忽不定的社会
偏见。就此而言，鲁滨逊在沦落荒岛之前早已是一个孤独的个体。然
而，当他身处荒岛时，除了李猛所着力分析的恐惧和战争，同样值得关
注的是他通过劳动、制作和生产对文明世界之秩序的重建，或者更准确
地说，是对文明社会中深具自然性之秩序的重建。由此，孤岛的鲁滨逊
反而以更深入且更强劲的方式容纳到了一个广阔的自然社会的秩序之

中，尽管这个社会秩序表面上看起来只有他一个人。在这个意义上，我
们才能理解为什么鲁滨逊最先制作的物品并不是卢梭意义上的必需

品，而是具有文明生活意味的桌子和椅子。因此，只有分清鲁滨逊不同
状态各自的社会性意涵，我们才能更丰富地理解李猛（２０１５：８）对鲁滨
逊两面性的深刻洞察。

４．“出走”对于理解鲁滨逊的历险及其普遍的精神意义非常重要。对此细致而精彩的分析，
可参见杨璐，２０１３。

去世界化，脱离社会的孤独，与这种渴求同伴，努力逃离
荒岛、回归社会的欲望，并不是笛福的敌意批评者在鲁滨逊的
历险中找到的矛盾，而恰恰是鲁滨逊最终希望找到的孤独者
的生活方式。孤独者并不生活在万里之外的孤岛上，孤独者
生活在我们的中间。孤独者渴望他的社会，渴望在社会中享
有他的孤独。

在笛福的方案里，回归是对出走的回应。出走的目的不是离开，而
是重返社会，进而重构自身与社会之间的关联（杨璐，２０１３：７４）。因而，

去世界化所去者，是那个在古今之变的关口沦为社会偏见的习俗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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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而回归社会的欲望所指向的则是一个正在生成的新社会。鲁滨逊
在那些以诚实和正派待他的陌生人身上看到了后者的最初形态。鲁滨
逊的孤岛成长恰恰介于这两者之间，并使得这两者的连接和转化成为
可能，也就是说，除了恐惧、战争和神意，真正让鲁滨逊从一个游手好闲
的漫游者提升为一个正派绅士的，是他通过劳动、制作和生产所完成的
对社会之自然结构的理解，甚至，恐惧、战争和神意也都是通过后一个
过程才真正转化为他身上的德性，使他能够成为新社会的承担者。因
而，孤独者之所以不在孤岛上，是因为正是在孤岛上孤独者发现了自身
与他人之间的必然性关联；孤独者之所以能够在社会中享有孤独，是因
为当社会的自然秩序占据了社会构成的核心，孤独者和社会都在迈向
新的形态；而孤独者之所以渴望在社会中享受孤独，是因为在正派人构
成的新社会中，孤独并不等于“荒凉”，孤独既是安全的，也意味着以自
由为基础的节制、温暖和美感。

鲁滨逊的家，建立在自己的漫游世界中。鲁滨逊在自己
的历险中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孤独者的家，安全，但有些荒凉。

　　（李猛，２０１５：３７）
伦敦比他的荒岛更加荒凉，他完全成了一个陌生人。

　　（李猛，２０１５：３７）
在李猛眼里，鲁滨逊所建立的新“家”是“荒凉”的，因为“家庭是按

照陌生人的德性原则来理解的，而不是相反”（李猛，２０１５：３９）。荒凉并
非源自家庭本身，而是因为陌生人的交往原则以消解伦理内容的方式
重构了家庭的内在逻辑，原本适用于陌生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诚实和正
派现在却变成了鲁滨逊理解和构建家庭关系的基础。李猛（２０１５：３７）
用多少有些夸张的描述指出了这一点：“鲁滨逊抛弃了生养自己的家庭
出海漫游，却在荒无人烟的孤岛上组建了一个由宠物和家畜构成的家
庭”。这无疑是极其敏锐的洞察，但至少有两点值得进一步申说。
一是，荒凉更多地是一种外在视角的判断，对于鲁滨逊本人而言，

真正的变化并非荒凉与否，而是他在原有家庭中的不安、焦灼和愁苦却
在孤岛上的家庭中获得了某种安定，并真正拥有了一种“在家”之感。
这一点在他回到伦敦时体现得极为明显：尽管他感叹自己像一个陌生
人，但与当初三番五次的出走相比，此时的感叹更多地是一种久别重逢
的兴奋和幸福。而他对待亲人的态度也与父亲曾经对他的强烈说教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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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鲜明的对比：“当他看到大侄儿继承遗产，并有绅士的倾向时，他决
心将他培养成绅士，并准备死后留给他一份遗产以进一步充实他的产
业。而当他觉得小侄儿头脑清醒，雄心勃勃，也有强烈的出海倾向和能
力时，便让他上了一艘好船”（杨璐，２０１３：９３）。他所展现的更多地是承
认彼此自由之后的某种节制和通达。联系上文所说的古今之变，扩展
而言，既然原生的伦理共同体无论多么温暖都已经因现代性的展开而
无从安顿现代个体的身心，那么，所谓的荒凉就更多地只是一种怀古之
幽情的表达，而更重要的恐怕是现代个体之自由真正能够接纳的“新
家”及其内在逻辑究竟是什么。
二是，对鲁滨逊来说，他从正派的陌生人身上感到的并不是纯粹的

疏离，更包含了一种新的温暖，因而，当葡萄牙的老船长、英国船长的遗
孀和巴西种植园的合伙人这些陌生人有机会侵吞他的财富而信守良心

之约，并在他陷入困境之时积极为他出谋划策，鲁滨逊并不单单认为他
们是正派的，而更感到了陌生人之间潜藏的像黑夜灯光一样的温暖。
同样，当鲁滨逊发现英国船长的遗孀和葡萄牙老船长因形势所迫而动
用了他的财物时，他不仅没有对他们提起诉讼，而且以温暖宽厚之情将
欠款一笔勾销，甚至还在自己力所能及时慷慨地予以帮助，因为他认为
对方是诚实而正派的人，只是因为某种必然性才使言行蒙上瑕疵。事
实上，这些人在鲁滨逊出走和漫游的世界里都曾出现过，但只有在他重
返时，他与他们之间才真正形成了陌生人社会，而正是在这个新形成的
陌生人社会中，他们每一个人都用自己的正派和诚实让对方感到了一
种新的温暖。５的确，这种温暖不同于鲁滨逊们原生家庭内部的温暖，

但这是他们现在能够接纳、也真正看重的温暖。

５．针对鲁滨逊返回社会之后的变化，杨璐（２０１３：９２－９４）做过细致深入的分析。与本文此处
分析的细微差别是，她的分析集中在鲁滨逊本人性情、德性和胸怀在重返后所展现的巨大变
化，而我们这里的重点是分析鲁滨逊所返回的“陌生人社会”与原来的“习俗共同体”在情感纽
带上的差异，而且，正是在鲁滨逊性情和德性获得提升之后，他才真正有能力融入一个新的陌
生人社会，成为一束也能够向他人发出光亮和温暖的光源。

６．“革命所留下的如果不只是文明的废墟，就势必需要为其中的人们重新找到共同生活的可
能。”（李猛，２０１５：４８４）

因此，就这本书的核心意象而言，一是导论所着力刻画的“孤独的
个体”，一是该书结尾以期许所指向的“共同生活”６。在这个意义上，

鲁滨逊和爱弥儿的形象都深刻揭示了现代秩序对人性的双重要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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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每个人都必须能够成为孤独的个体，如作者所说，孤独不是一种
简单的状态，而是一种独特的现代生活方式，一种只有经过训育才能获
得的人性和能力（李猛，２０１５：７）；另一方面，孤独又不是远离社会，而恰
恰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共同生活。但正是为了理解孤独个体的共同生
活，尤其是其中所蕴含的困境和可能，我们就不能仅仅关注社会的破碎
和个体的离散，还要更丰富地理解共同生活得以可能的自然基础，孤独
个体身上的自由、节制以及陌生人社会所潜藏的新的情感纽带。

二、孤独个体的多种形态

在《自然社会》“导论”的结尾，作者告诉我们，这项研究的目的是想
要知道，鲁滨逊的故事是如何从一个人的“历史”成为了普遍人性的寓
言（李猛，２０１５：４０）。在故事的意义上，鲁滨逊的历险仅仅对于他本人
才是真实的，因为每个现代人不可能真的去一个孤岛来完成自己的出
走、改造和重返，我们只能在阅读时以心智漫游的方式把自己设想为鲁
滨逊。但在寓言的意义上，他出走的原因、改造的过程和重返的新状态
又是每个现代个体必须去直面和承担的挑战，而且，与鲁滨逊不同，这
个过程只能在“社会”中完成，对“社会”的出走和重返自始至终都发生
在“社会”之中。孤岛不在渺茫的海域，而就在社会之中。在理论线索
上，真正使这一点成为可能的不是战争和内乱，而是自然状态。

７．稍作大略的统计便可发现，在上篇“自然状态”中，霍布斯的内容占去１／２强。而如果从全
书来看，这一点同样明显，仅从章节标题而言，除去导论，全书共３０个章节，论述霍布斯的共

１３个章节；若从实际的文字比重来看，全书共４８４页，以霍布斯为核心的论述占去２６０多页，
也就是一半以上。

该书对自然状态的分析，构成了其全部论述的基础和核心。这一
点在结构安排上体现得极其明显：中篇的“自然法权”只是用法权语言
对上篇“自然状态”之困境的重述，而下篇的“政治社会”也仅仅是为了
克服自然状态所做的人为建构。但李猛对自然状态的讨论却存在相当
奇怪之处。从内容上说，尽管其论述主要关涉现代自然法学派的代表
人物，如格劳秀斯、霍布斯和普芬道夫，但真正的分析重点却集中在霍
布斯身上。７在霍布斯阴影的笼罩之下，不仅格劳秀斯沦为论述霍布斯
的一个铺垫，普芬道夫对霍布斯的克服变得不再明显，而且洛克有关自
然状态的论述在此被整体忽略了。我们需要思考，相比于格劳秀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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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社会性的重新界定、普芬道夫融合格劳秀斯与霍布斯的努力、洛克
对劳动与财产的创造性分析，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在何种意义上更能展
现李猛对“现代道德世界”的理解。根据奥克肖特（Ｏａｋｅｓｈｏｔｔ，１９６０）敏
锐的洞察，霍布斯自然状态学说中蕴含着一种实质的对人性及其生活
方式的转换，也就是借助自然状态不断地把“骄傲的人”驯化为“恐惧的
人”。在很大程度上，李猛不仅接受了这一判断，而且进一步强调了这
一转换在“社会生活”意义上的效果：恐惧的人也就是孤独的人。因此，
需要追问的是，除了霍布斯意义上的“恐惧的人”，格劳秀斯、普芬道夫
和洛克有关自然状态的论述中分别蕴含着哪些孤独个体的形象，他们
虽然也是孤独的，却不一定是恐惧的。
如果说自然状态的设想是在社会中的一种“出走”，而自然状态给

人们找到的落脚之地是个体自身，那么，这恰恰意味着原有的社会生活
出现了根本性的瓦解，以至于人们虽然还生活在一起，彼此之间却像一
个个孤零零的荒岛，毫无关联。对于格劳秀斯来说，这一场景便是怀疑
论及其伦理相对主义所带来的社会构成难题：脱离原有习俗共同体的
个体在毫无任何习俗规范的地方如大海上相遇时能否达成和平而安全

的秩序（Ｔｕｃｋ，１９８７）。从格劳秀斯思想的发展来看，这一点的突出表
现是荷兰在印度殖民所遭遇的伦理差异促使他从社会起源研究转向了

有关自然社会的研究（塔克，２００９）。在这个意义上，殖民者是现代性背
景下脱离习俗构建新社会的典型意象，其伦理困境构成了他思考的新
起点。这一点在格劳秀斯后来的《战争与和平的法权》（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Ｗａｒ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一书中获得了更充分的论述。该书的第一个词是“纷
争”，但造成纷争的主体并不是一般的人们，而是那些“不承认共同民事
法的人”、“没有共同体的杂多的民众”、“不同国家的成员”等（Ｇｒｏｔｉｕｓ，

２００５：１３３），这些超越原有社会之边界的纷争构成了他讨论战争、和平
及其法权的前提。也即是说，格劳秀斯在承认“战争”是决定性的人类
生活事实之后，去探究何种法和尺度能使得“彼此之间具有如此纷争而
又在心智上倾向于社会的人”生活在一起（Ｓｃｈｎｅｅｗｉｎｄ，１９９８：７２）。
在格劳秀斯看来，这样的人们之间必定有战争，也必定有直接与战

争相关的恐惧，但战争不等于毫无秩序，法权所要建立的正是战争与和
平的内在法则。为了证明这一点，如李猛所言，格劳秀斯借助于斯多亚
派的“属己”概念，阐述了以自爱为基础，以自然权利和财产概念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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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社会关系。也即是说，这些孤独而毫无共同规范的个体之所以
没有陷入霍布斯式的战争状态，是因为他们天生的“自爱”就是规范之
母；只要真正在社会生活中展开自己，自爱就会让他们认识到什么是属
于自己的，什么是属于别人的，进而在彼此之间达成以尊重别人之财产
为核心的信任纽带。因而，一方面是自爱和财产通过自我所有感带来
的安定性，一方面是尊重和信任所达成的自然社会的交往，二者都在根
本上缓解和克服着孤独个体因陌生而产生的恐惧。联系上文有关鲁滨
逊的分析，前者是通过劳动、制作和生产所展开的从个体向社会的运
动，它奠定了社会生活的自然机制，后者则是孤独的个体在陌生中所发
掘出来的社会性友爱。尽管《自然社会》对此做了相当深入的分析，但
作者仍然更多地将其看成对霍布斯事业的铺垫：“格劳秀斯的工作并没
有彻底完成，有待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理论从意想不到的方向将其推
进到令现代人惊讶、但又无法回避的极端立场”（李猛，２０１５：８９）。
在此背景下，普芬道夫综合格劳秀斯的自然社会性概念和霍布斯

的自然状态理论而得出一个相对折中的立场，他所刻画的个体形象也
带上了模棱两可的复杂性：

检视了所有这些主题，显然，我们得在这里提出一些折中
的办法。由自然相似性所产生的人际间的纽带、人类的彼此
需要以及自然法关于和平的指令，基于这些理由，那种认定自
然状态为战争状态的观点是不合适的。然而，人类的邪恶、他
们的欲望，以及那种足够与正当理性对抗的人类激情，所有这
些也决定了自然状态下的和平是不稳定的，也是不可靠的。
因此，我们应该把每个人预先当成自己的朋友，我们也应该乐
于承担对别人和平和仁慈的义务：如果对方愿意接受善意的
话。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时刻关注自身的安全，绝不
能掉以轻心，就好像所有那些与别人建立的友谊都是靠不住
的———千万不要轻信他人的正直与单纯，千万不要丧失了防
人之心。（李猛，２０１５：２２１）
这个深具两面性的自然状态清晰地展现了普芬道夫对孤独个体之

间如何达成共同生活的期望和担忧。既要向他人展现仁慈和友爱，又
要同时保持恐惧意味的警惕，而不管是哪一方面，其背后的人性底色都
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克制和紧张。对普芬道夫来说，二者没有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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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序之分，也没有轻重主次之分，它们是自然社会及其共同生活对个体
发出的同等而同时的要求。如果说有差别的话，也只是人性两重性意
义上的差异，亦即友爱的一面更多意味着将他人看作“抽象之人”，进而
相信普遍的人性可能，而提防的一面更多指向“具体之人”，保持对现实
人性的警惕之心。但是，在上篇的结尾，李猛（２０１５：２２１）表达了对后一
方面的强调：“普芬道夫，乃至之后的洛克，对霍布斯有关人对人是狼的
著名格言，进行了弱化的心理解释”。在这个意义上，普芬道夫笔下小
心翼翼的孤独个体的底色仍然是恐惧和紧张，上述两面对峙、微妙平衡
的复杂人性结构也就失去了普芬道夫所倾力维持的折中和平衡。

８．“洛克的财产概念的政治哲学意涵，不过是推进了我们在格劳秀斯那里看到的自爱与社会
性的结合；但他用劳动的概念丰富了财产概念，为主体性自然权利赋予了生活方式的意涵”
（李猛，２０１５：４６８）。

９．卢梭曾对洛克以财产为核心建立现代政治秩序的思路提出过重要批评。相关分析参见张
国旺，２０１４。

不止于此，作者直接省略了对洛克自然状态的处理，这对该书所欲
展现的现代道德世界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如果考虑到在《革命
政治：洛克的政治哲学与现代自然法的危机》这篇长文中，李猛（２０１２）

曾对洛克的自然状态，其所蕴含的劳动财产过程以及劳动对现代人性
的塑造性意义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这一有意的省略就更值得注意了。
这提醒我们思考，《自然社会》为什么单单舍弃自然状态的相关分析而
只将自然法执行权和革命政治的内容纳入其中。事实上，如果从文本
的表述上看，李猛对洛克如何在财产权方面继承并扩展格劳秀斯自然
状态的论述，以及自然状态经由财产的实质性填充而变成一种完全独
立于“政治”之外的社会生活，都有相当明确的意识。早在分析普芬道
夫时，作者就指出，自然状态是“一种在政治社会之前围绕财产和所有
权问题营造的实质生活形态”（李猛，２０１５：２０６）；按道理，接下来的内容
本应该是论述洛克的自然状态如何在根本上是一种以财产为核心的社

会生活，但遗憾的是，李猛仅仅在《自然社会》下篇“革命政治”这一章节
简略地有所触及，８目的也只是阐明以信托构建的守夜人式的政府。

在本文看来，对洛克自然状态有意回避的背后是作者对洛克所代表的
财产思路的犹疑，９或者说，在该书上篇以霍布斯为核心所刻画的观念
论自然状态的阴影之下，以财产生活方式为核心的自然状态必定无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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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放。如果说普芬道夫本身的两面性还能够以强调其中偏霍布斯的面
向来达成某种平衡的话，那么，洛克无论如何都会与本书所强调的霍布
斯意象产生撕裂。因而，我们只能看到作者在论述政府时笼统地指出，
“篱笆终究不过是篱笆，而土地或艰苦的劳动，才是洛克式个体的自由
生活所在”（李猛，２０１５：４６８）。甚至，在他的某些表述中，洛克几乎变成
了霍布斯，“哪怕所有自由平等的公民，像在洛克那里，都成了这个人造
的政治体的护卫者，他们的生活仍然只能在自家的篱笆墙后面度过”
（（李猛，２０１５：１７６））；至于洛克式的个体如何在劳动中塑造自身对他人
的社会性情感，缓解和克服由自由而来的孤独，以及财产交往又如何在
个体之间搭建起分工复杂的自然机制，构建起共同生活的可能，则被有
意回避了。

三、霍布斯的“自然社会”与现代道德世界

１０．作者把霍布斯对现代人的教诲称为“卑贱的谎言”，因为它将高贵的谎言颠倒了过来，把
现代政治的基础和希望放在黑铁质料的平等之上（李猛，２０１５：１６９－１７６）。

　　既然对霍布斯的强调如此鲜明地影响了该书对现代自然法学派整
体格局的处理，我们就有必要进一步探讨，为什么霍布斯在作者的视野
中占据着如此决定性的位置。本文认为，最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
的，并不是李猛对霍布斯文本的详细分析，而是对霍布斯自然状态理论
富有野心的延伸讨论，具体而言即是该书第八节的内容。此节的标题
为“被抛者的世界：世界的取消与自然状态的最终解体”，仅从标题就多
少可以感到它与其他章节的格格不入，但悖谬的是，也正是这个突兀的
内容引领了该书整体的精神气质。此节不仅把霍布斯自然状态中“像
蘑菇一样”的人性平等处境追溯到苏格拉底在《理想国》中所讲的“高贵
的谎言”１０，更为重要的是，当作者用“被抛”状态来刻画自然状态在个
体生身处境上所蕴含的道德意涵时，他直接将问题延伸到了海德格尔。

被抛入自然状态的现代主体，无论是通过形式性的契约建
立共同权力之下的人为安全，还是在此在的生存努力中重新为
人“被造成”的在世状态寻求一个时间性甚至历史性的生存视
野，都仍然无法改变这一自然状态本身造成的人与世界的根本
隔膜……即使此在试图从其自身的绽出中重新开启生活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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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可能性，这一努力仍然是以此在被抛状态的自成性为前
提，人仍然是“赤裸裸”、孤零零地存在着。（李猛，２０１５：１７７）
这样，霍布斯就是现代世界的绝对起点，不仅现代早期自然法学派

通过契约建国的政治方案，而且海德格尔在２０世纪从此在的时间性出
发所做的努力都要以此来获得理解。甚至，在该页的脚注中，作者还表
达了某种对海德格尔思想努力的批评，亦即由于海德格尔忽视了（自然
状态的）政治面向对理解“世界性”的重要意义，因而他从此在出发的工
作仍然笼罩在霍布斯所奠定的“世界性”形态的控制之内。在这个意义
上，在霍布斯那里由“拆解”传统生活破茧而出的孤独个体在海德格尔
这里获得了最为充分的展现。降生、家庭养育、社会生活都在他们的孤
零零的存在面前丧失了实质意义，构成他们孤独的是面对自身死亡的
“决断”，“一种面向无限未来的孤独焦虑”（（李猛，２０１５：１７８））。因此，
对李猛而言，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并不仅仅是现代自然法学理论的核心，
而且构成了他考察现代世界历史及其思想精神的基石，同时也是他理
解现代个体精神气质的底色。
在此，本文不打算评判从霍布斯到海德格尔的这一延伸是否妥当，

而是想进一步讨论，在霍布斯这里，世界的取消对于理解现代个体道德
世界的意义。对于霍布斯而言，自然状态的人就像是蘑菇一样从地下
冒出来，彼此不受约束地成长；因而就像海德格尔说石头是没有世界的
一样，蘑菇也是没有世界的。但至少一般而言，人终究不是蘑菇和石
头，他们的生活会在没有意味的世界里产生具有道德意味的“世界”，只
是，这个世界又随时会在自然状态的恐惧中瓦解。这一极具张力的状
态在李猛（２０１５：１７６）笔下获得了一个更为传神的表达：

人被抛入这个世界，意味着即使自然状态最终会通过自
然法权在自由平等的社会成员之间建构一个社会性的道德空

间，但这一道德空间却无法具备一种存养人性、使之日生日成
的生活方式……人需要纪律和教育，才能被造就为适于社会
生活的人。但孤独的主体与这个他被抛入的世界，却是各自
独立完成的成品。在人与他的世界之间，隔着自然状态这一
稀释甚至解体任何生活方式的“重启装置”。
在此，文章所涉及的是霍布斯对自然状态与自然法权两个阶段的

区分，或者说是第一自然状态与经过自然法权训育之后的第二自然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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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之间的区分。如果与通过契约建立利维坦相比，这两个阶段在根本
上是一样的，它们都无法保证个体克服内在的疑惧而与他人迈入共同
的生活交往，但若仅就这两个阶段而言，自然法权阶段对人性的训育仍
然值得重视，因为它使恐惧本身变得理性化了。尽管理性化的恐惧关
系并不是一种能够存养人性的共同生活，但它和第一阶段纯粹的观念
论战争状态相比，终究多了一些内容并开始扩展为彼此之间的纽带。
不止于此，更需讨论的问题是，当我们说霍布斯自然法权构建的道

德空间缺乏一种能够存养人性的生活方式时，对霍布斯来说意味着什
么。换句话说，如果那种存养人性的生活方式本来就不是霍布斯打算
塑造的，那么，上述说法除了能够让我们看到霍布斯与古代作家相比所
具有的深刻现代性之外，对于我们理解霍布斯本身而言是否还有更多
的意义？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回到霍布斯用来理解自然状态的原初
模型或“样板”是什么。该书对自然状态的表述中有相互对峙的两个方
面：一是，自然状态的竞争和恐惧源自个体内在的社会“经验”，因为拆
解的只是那种使共同的生活世界成为可能的“人为权力”，却保留了每
个人对原有生活世界的观念认识，就像拆卸下来的零件虽然散落一地，
但它们又都保留着对原有机器“幽灵般的记忆”（李猛，２０１５：１１５）；二
是，每个个体像齿轮和零件一样，要在拆解之后重新被利维坦“安装”在
一起。但是，根据卢梭的深刻洞察，霍布斯用来刻画战争状态的经验原
型既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是机器（零件）与机器之间的关系，而
是两者的合一形态———人为创造出来的政治体，一种具有灵魂的机器；
因为“正是在人为的国家人格之间才存在着永无休止的战争状态，它们
是‘人为的’，因而它们的生命和力量就完全是相对性的，它需要不停地
与对手进行比较才能对自身有所认识”（张国旺，２０１２）。人似乎是没有
什么本性的，有的只是社会经验所带来的恐惧，彼此都是带着面具的机
器，深不可测。但是，如果霍布斯理解人与人自然关系的样板是“人为
的政治机器”，那么，这恰恰意味着霍布斯眼里的人已经没有自然成长
和成全意义上的人性，而仅仅是某种具有无限观念的机器。这个“去人
性化”的前提决定了他的自然状态不仅在根本上不以存养人性为目的，
而且从一开始就否认了人性本身的存在。就此而言，更需要进一步考
察的，一方面是这种“幽灵般的记忆”是一种什么样的经验，为什么它必
定带来相互之间的战争状态，它是源自拆解之前的生活世界，还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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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就内在于“去人性化”的人性本身；另一方面，霍布斯将人“去人性化”
的理由和依据是什么，如果这与他机械论的自然哲学有关系，那么，在
这个更宏大的机械论的宇宙秩序中，如何重新理解人世生活的和谐和
秩序的意义。

最后，“人性”（ｈｕｍａｎ　ｎａｔｕｒｅ）是一种特定的“自然”（ｎａｔｕｒｅ），“去人
性化”便是某种意义的“去自然化”；在此基础上，如何重新理解该书的
主题“自然社会”，或者说，去自然的过程如何造就一种新的自然社会。

在一次访谈中，李猛曾解释选择“自然社会”这一概念的原因是“它比较
能够抓住自然法影响现代社会的真正方式”，或者说，它“比较准确地抓
住了自然法对整个现代社会思想的持久影响”，而且这个选择“多多少
少带有一个中国人关心西方现代政治社会思想架构的意图”。１１这意味
着，作者所关心的并不是如何在实定法占据主导的现时代去挽救自然
法的位置，也不是在自然状态已被现代历史学拒绝的情况下为其招魂，

而是在所有这些既成事实的背景下，自然法或自然状态早已成为现代
个体生活和思考的构成性要素。在现代自然法的政治纲领中，起点是
自然状态，而终点是政治社会，“自然状态”无疑扮演了某种转换和过渡
的角色；在李猛所说的作为一个中国人切入西方思想的现实关怀里，这
个转换不是别的，就是构成我们生身处境的从传统向现代社会的“过
渡”。在这个意义上，所谓自然社会，不过是“现代社会”的别种说法；但
同时，自然社会更能准确地传达这一过渡所采取的方式，亦即这一过渡
的跳板是“自然状态”，它首先是“解构”或者说“拆解”传统生活中诸种
共同体纽带的方式，进而为社会奠定了新的自然机制作为基础。就此
而言，“去自然化”在此处就体现为一种“去历史化”的过程。

１１．参见澎湃新闻对李猛所做的访谈：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ｃｎ／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ｆｏｒｗａｒｄ＿

１３３５９４５。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０日。

同时，自然社会即是陌生人社会，它的构成和基础不再依赖于家
庭、村落和其他团体，个体共同生活的根基也不再是时间孕育出的情感
关系和人伦秩序，而是直接通过个体之间的权利和财产构成一种普遍
的形式化关系。但这一形式化关系之所以可能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原
因：一是，无论是权利还是财产，它们在根本上都是个体“自然权利”和
“自然能力”的社会化实现；如同洛克通过劳动与财产所描述的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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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培育过程，“自然社会”就是让人的“自然”（ｈｕｍａｎ　ｎａｔｕｒｅ）在社会化
的劳动和交往中生成为社会的“自然”（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二是，现代
人性的“无规定性”和“无限性”决定了他始终不可能在上述社会化培育
过程中获得满足，内在的“不安”（ｕｎｅａｓｙ）总会使他渴求一个超出现有
生活的、异己而多样的世界。因而，与李猛的说法不同，我更愿意认为，
尽管人性及其存养的方式已经完全不同，但现代个体之间不仅能够搭
建起一种与培育人性有关的共同生活，而且，共同生活之外，丰富而多
样的人性可能与生活方式的体验都留给了孤独的个体自身去展开，那
里不只有孤独，也有诗意、甜蜜和美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自身就是
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舞吧！

四、孤独个体与现代国家

实质上，自然状态可以看作是对现代个体生身处境的意象式刻画。
在这个同时能够使一切过去失效和所有未来开始的奇点，现代个体所
需发明的共同生活形式除了家庭和社会，还有政治体或国家。如同该
书一再指出的，在西方古典世界中，政治或政体不只是统治关系的确
立，更是对某种整体生活方式的选择和决断；现代自然法学派已经把政
治问题变成了权力和统治问题，而把生活方式的选择留给了个体与社
会。对于霍布斯来说，核心问题是如何通过契约构造出一种制度化的
抽象权力，并使它既具有道德意义上的规范性，又具有使规范变成事实
的强制力。在李猛（２０１５：３０４）看来，问题的焦点是如何应对自然状态
中的“先行履约人”问题：

在自然状态下，“必须履行信约”是合乎理性的行为，是理
性的一般规则，但在没有足以强制人们守约的政治权力时，对
对方失约的恐惧和猜疑同样是理性的。只有消除这一恐惧的
原因，才能建立“有效的”信约，真正通过契约完成权利让渡
……只要有一方先行履约，形成了信约，那么人就可以通过理
性和规范的方式走出自然状态，但“合理猜疑”导致了所谓的
“先行履约人”问题，使“双方信任的契约”无法建立有效的信
约，自然法也就无法约束人的行为……
不用说第一自然状态，就连此处所说的第二自然状态，恐惧也没有

因为自然法权对人之理性的塑造和引导而缩减其影响，甚至还从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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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恐惧变成了霍布斯所谓的“正当的恐惧”，亦即合理猜疑。在此前提
下，自然状态中只有形式上的契约，但却没有哪一方会真的去履约，因
为成为“先行履约人”无异于让自己处于不利地位，这在根本上与“自我
保全”的自然法权相违背。或者更准确地说，在没有任何一方率先成为
“先行履约人”的情况下，契约就变成了包含“双重信任”的契约，即便双
方都在自然法权对“内在努力”（ｅｎｄｅａｖｏｒ）的要求下“想要”去履约，但
合理猜疑的压力只会让“想要履约”的倾向仅仅停留在内心的权衡中。
在这个意义上，如李猛（２０１５：３０３）所说，“霍布斯契约论的真正困难，不
是履约问题，而是信约订立（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ｖｅｎａｎｔｓ）的问题”。若要
消除这种正当恐惧，让某一方即使先行履约也不会陷于不利地位，就只
能依赖一种能够实施惩罚的共同权力。如何以契约的方式凭空制造出
一种此前并不存在的共同权力来保证契约本身的执行就成了霍布斯契

约建国的关键。
霍布斯（１９９７：１３１－１３２）所给出的方案几乎称得上是天才性的：

“每一个人都向每一个其他的人说：我授权这个人或这个大会，并放弃
我统治自己的权利，把它授予这个人或这个集体，但条件是你也把自己
的权利拿出来授予他，并以相同的方式承认他的一切行为”。在李猛
（２０１５：３９７）看来，这一方案的要害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方面，在形式上，
每个人与每个其他人相互订约似乎难以避免合理猜疑的困境；但这个
困境只是形式上的，因为契约的第二个方面是在内容上，双方通过上述
契约形式并没有向对方让渡任何东西，而是都将自己的权利“自由赠
予”给了未来的主权者；第三，未来的主权者在实质上是一种“人为装
置”，它不仅尚未存在，而且还是一种“人造物”，不会给订约的个体带来
正当恐惧的压力。１２因此，先行履约方既不会因为先行履约而使自己陷
入与其他后履约方相比的不利地位，也不会对未来主权者产生正当恐
惧而使“自由赠予”半途而废。

１２．李猛对霍布斯建国契约形式与内容的区分，亦即相互订约与自由赠予行为的区分，无疑
受到了达尔加诺（Ｄａｌｇａｒｎｏ，１９７５）研究的启发；同时，李猛对利维坦作为一种“人为装置”的发
现极大地推进了达尔加诺的分析，而且使得在达尔加诺那里偏向形式化的分析在霍布斯整体
的政治哲学中获得了实质的理论意义。

不过，这个极富洞察力和说服力的解释却潜藏着一些不可避免的
危险和偏颇，在此至少有三点可以申说。首先，霍布斯的建国契约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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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相互订约和自由赠予两种行为，但在李猛以“契约形式”和“契约内
容”的区分下，自由赠予行为变成了建国之路的绝对重心，而每个人与
每个其他人相互订约的行为变得不再重要。这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
如果相互订约真的只是无实际作用的形式，霍布斯为什么不选择纯粹
的自由赠予结构来完成利维坦的制造，而要附加一个多余的订约形式
呢？或者从正面说，如果契约的双重结构的要害是将相互订约中正当
恐惧的压力消解到自由赠予中，那么，此时形式化的相互订约结构对于
理解霍布斯的国家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注意到，相互订约行为所造
就的不仅是自然状态中孤独个体的意志联合，更重要的是，他们之间的
联合方式不是简单的“大家一起”，而是“每个人对每个其他人”，这意味
着他们的联合关系呈现为一种以每一个人为中心并向所有其他人直接

辐射的网状拓扑结构。对于自然状态中孤独个体而言，这恰恰标示着
一种奇异的社会生活图景的生成：原本孤独的诸个体开始镶嵌在一种
共同生活的结构中，而且每个人和每个人之间都存在着直接性的纽带，
同时，所有的纽带无论亲疏远近，心理的距离都是一样的，在根本上都
是一种以理性和恐惧的平衡为核心的社会信任。正是因此，霍布斯才
一再强调，国家只是把自然法的约束力从内心法庭扩展到社会生活的
外在法庭，亦即，利维坦的诞生并没有改变第二自然状态中理性生活方
式的内在逻辑，而是给这种生活逻辑打造了一幅法权的盔甲———契约，
并通过利维坦的惩罚锁链让契约从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整体而言，如
果说现代国家的根由是在“人的自然不足以为人安排安全的生活时，人
不得不自己发明制作出一种生活”（李猛，２０１５：３８６），那么，这种生活在
霍布斯这里就是一种社会化的契约生活。
其次，按照李猛的分析，由于相互订约仅仅是形式上的，因而先行

履约———先行向未来主权者赠予权利———不会让自己陷于不利地位，
但这同时意味着自由赠予行为也没有给先行履约人带来更有益的地位

或优势。具体而言，相互订约与自由赠予之间相互支撑的双重结构仅
仅是消解了人们心中可能产生的正当恐惧，扫除了订约的心理阻碍，但
并没有为订约的个体提供积极正面的订约和履约的动力。在这个意义
上，“先行履约人”问题仍然是存在的。
这一忽视直接反映在作者对主权权力规范性的强调上。仔细阅读

霍布斯自然法论述的人都会同意，消除正当恐惧的是共同权力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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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任何一条自然法的道德性，因而共同权力的规范性是在建国契
约中瞬间生成的，“原初契约的规范性既不先于自身，也不在建国行为
之后，而是与共同权力一同诞生”（李猛，２０１５：３９８）。就契约形式的分
析而言，这没有错，但建国契约能够真正在人们的订约行动中落实下
来，并不能仅仅用契约本身来解释，而要回到缔结建国契约之前自然状
态中的诸个体所处的人性状态。事实上，当李猛将先行履约人称为“努
力寻求和平的人”时，他已经隐含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努力寻求和
平”恰恰是自然法权阶段在个体身上所造就的最重要的人性成果。
不止于此，对契约动力机制的忽视同样反映在该书在分析理性与

激情时的失衡上。在第一自然状态论述的结尾，霍布斯（１９９７：９６）明确
把脱离自然状态的动力分为两个方面———“这一方面要靠人们的激情，
另一方面则要靠人们的理性”———这一结构同样适用于自然法权主导
的第二自然状态。因而，在通过建国契约走出第二自然状态时，契约本
身属于理性能力的建构，而人们之所以愿意去建构契约则属于人之激
情的层面。就此而言，该书对“原初契约”的讨论，无论是相互订约与自
由赠予的区分，还是先行履约人问题的处理，都是集中在前一个方面，
而忽视了后一个方面的内在位置。事实上，这一失衡在中篇“假设的自
然法”的讨论中就已经有所体现。在那里，李猛（２０１５：２９４）更多强调的
是，“各项专门自然法就是要从人的自然权利的运用中系统减少、甚至
排除导致普遍敌意的因素”，但却没有对由此带来的在人性上的训育作
用给予足够的重视。也就是说，自然法权对普遍敌意的减少只是其人
性训育作用的一个方面，它使得孤独个体原本暴烈的激情变得理性化
了，但同时，这种理性化的激情恰恰为建国契约铺就了人性的基础，并
提供了契约得以推进的人性的动力。严格说来，上述失衡并非源于文
本理解，而是由于作者对“国家共同权力的规范性”这一问题的强烈关
注，为了论证其规范性是在原初契约建立的那一瞬间横空出世般产生
的，作者甚至不惜把自然法权阶段与缔约阶段断然分为两截，在把自然
法的道德性挡在门外的同时，也将自然法造就的人性成果挡在了门外。
因而，尽管我们同意，国家共同权力的规范性绝对不来自于自然法的道
德性，但与规范性问题同样重要的是自然法为缔约阶段所提供的人性
前提和动力机制。
第三，李猛对共同权力规范性的强调很大程度上源于对“事实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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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的不满。“近年来，斯金纳等学者借助历史语境的研究，重申了滕尼
斯当年的主张”，认为霍布斯所提倡的乃是“对主权者的事实服从，而非
法权服从”（李猛，２０１５：３９２）。这意味着，契约所造就的“大利维坦”在
实质上仍然只是一种强力（ｆｏｒｃｅ），它能够压服那些孤独而恐惧的诸个
体也仅仅是因为它所获得的力量比他们各自原有的力量更大而已。李
猛（２０１５：３９２）认为，这在根本上“误解了霍布斯政治哲学中现代人为国
家的道德性质”，理由如前所述：缔约个体对作为一种“人为装置”的国
家无从产生正当的恐惧，因而，一方面自由赠予建立了个体与国家之间
的服从义务，另一方面，通过代表机制１３所汇聚的总体权力又能够保证
此义务的实际履行。但是，这里要对缔约时和缔约后稍作区分。在缔
约时，人们的确不会对尚未存在的主权者产生正当的恐惧，他们没有
“样式的图纸”（李猛，２０１５：３９７），他们在那一刻还不知道自己将要创造
出来的“庞然大物”究竟是什么，他们只是向往着这个被造物会带来一
种和平的生活。但在缔约后，当他们发现这个庞然大物既不是“人”，也
不是“机器”，而是一架人为的、并由人来充当其灵魂的装置时，他们的
恐惧就有了根据，因为如上文所述，自然状态中的恐惧的经验原型恰恰
就是“国家”。同时，关键的差别是他们不会认为自己和国家是平等的，

因而个体对国家的恐惧也就不同于自然状态下个体之间的正当恐惧。

这在实质上为洛克以“人民”作为一方展开对政府的疑惧提供了理论的
契机。

１３．有关代表机制在霍布斯建国契约中所起的核心作用，并非本文关注的内容；有关霍布斯
本人思想中代表机制的发展和演变，可参见陈涛（２０１４）卓有成效的分析。

社会化的契约生活、建国契约的动力机制和共同权力规范性的裂
缝，最终在建国契约的“信约”性质上汇合在一起，集中地展现了出来。

尽管霍布斯的建国契约包含着相互订约和自由赠予的双重结构，但在
实质内容上却是一个相互订立的“信约”：“这一人格是每个人与每个人
相互订立信约而形成的”（霍布斯，１９９７：１３１）。在一定意义上，李猛清
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这一契约虽然在内容上是针对现在的自由赠
予，但在形式上却是针对未来的双边权利让渡，即包含双重信任的契
约”（李猛，２０１５：３９３）。不过，信约有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延时交割，

一是由延时交割带来的合理猜疑。李猛的分析完全集中在合理猜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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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上，甚至给人一种合理猜疑等于延时交割的错觉。事实上，如前所
述，双重结构中的自由赠予只是消解了孤独个体之间的合理猜疑，却无
力消解延时交割，因为延时交割属于实际履行问题，它本身只能在共同
权力建立之后获得保证。因而，在严格意义上，建国契约在两个方面都
带有“信约”性质：一是，如李猛所说，它是双方针对未来所做的承诺；二
是，尽管自由赠予是现在做出的，但它针对的却是未来的主权者，其履
行就需要在主权者产生后不断地完成。
结合上文所分析的三个方面，我们可以发现，契约的“信约性”恰恰

包含着更为实质的意义，亦即，个体的相互信约不仅仅是言语的承诺，
更是对一种社会化的契约生活方式的承诺，它需要孤独的个体将自然
法权阶段所训育的人性成果在政治国家中沿袭下去，并在利维坦的和
平下继续按照自然法权的要求去生活。这一点也解释了在霍布斯这里
自然法与市民法的独特关系，市民法不是以自然法为道德基础的，而就
是自然法内容直接的实定化，因而，按照市民法生活不仅是对法律本身
的遵守，更是对建国信约的持续不断的“交割”。与此相同，针对主权者
的信约的履行则构成了共同权力的规范性与其实效性之间的张力，它
的实现同样是一种在利维坦的和平之下持续不断的过程，尤其是当霍
布斯赋予臣民在特定时刻反抗主权者的“真正自由”时，它就注定是一
种永远不可能彻底履行而始终有待完成的“信约”。

五、结语

孤独个体如何共同生活的难题，并非只属于以自然状态理论为代
表的西方现代思想，它也同样构成了我们自己生身处境的一部分。对
于研究西方思想的人来说，这是不可或缺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这
一点在本书的结尾处有简短的透露：“无论革命的发生出于思想的自我
启蒙，还是历史情势的被迫，或是兼而有之，革命所留下的如果不只是
文明的废墟，就势必需要为其中的人们重新找到共同生活的可能”（李
猛，２０１５：４８４）。这一相当克制的表述隐含地指向了中国自近代以来一
百多年的历史进程。在此期间，无论是思想的绝地反思，还是历史的曲
折发生，无论是剧烈的革命，还是长时段的改革，一定程度上它们都是
在不断地把中国原有的社会生活和组织形态重新“拆解”，回到自由能
够得以重生的自然状态。比如，对传统家制的批判，对单位制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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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男女差别的重新认识，以及通过流动的方式让人们脱离原有的地缘
和血缘共同体，进入一种现代的自由社会的生活，这在根本上都是要让
人从理性结构上、从实质生活的意义选择上回到自然状态，然后重新出
发。因而，在这个意义上，该书对自然法思想的考察，既是为了理解具
有普遍历史意义的西方现代思想的内在图景，也是为了能够更深地理
解我们自己。
重新出发是困难的。我们不仅会面临遗忘的诱惑，错把自然状态

当成我们最终的家，而且也会遭遇狂想的危险，误以为把传统召回就可
以安顿身心。对此，李猛（２０１５：４８４）在该书最后把问题留给了每一位
读者：当自然法已经不再能充当“我们的星辰和罗盘”，我们能否在荒凉
的大海中看见日渐远离的陆地？但是，比起此处过于克制的论述，李猛
（２０１０：２８）在《理性化及其传统：对韦伯的中国观察》一文中表达了更为
深入也更富力量的洞察：“恰恰当传统丧失了其‘神圣性’，当传统的自
然根基丧失了道理的卫护，使其散失在日常生活的鄙野之处，不再被持
守和传承时，传统才不再是日常的信念，而必须经由穷尽自身力量的
‘献身’，才能重返传统的自然基础，从中探求出‘古老思想和理想强有
力的再生’”。因此，无论是思想上，还是历史中，自然状态都在拆解传
统的同时也为传统的重生带来了契机；散失鄙野的传统就像一个“异
己”的自己，它只有通过我们在当下生活中不断的理解、转化和纳入，才
能重新属于我们自己。当李猛（２０１０：２９）将中国现代生活的处境理解
为对“孔颜乐处”的找寻时，我们能够感觉到其中的悲剧和重量，但只要
有足够的心力和耐性，我们今天所能守持的希望应该比绝望更多。１４

１４．１５年前，李猛（２００１：２４１）曾从理性化与自由的角度探讨过现代中国的历史处境及其未来
命运，他写道：“当自由的制度条件，脱离了个性与自由的技术，变成单纯的工具和形式的时
候，这种理性化就从‘轻飘飘的斗篷变成了沉重的铁笼’”，因而，“也许自由与个性的空间，能
从韦伯的文章，延伸到眼前的这张纸上……尽管我们在今天所能守护的希望，和韦伯当年一
样，并不比绝望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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